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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为媒体权利论战 

  
 

中国新闻工作者在抗议受攻击、骚扰和拘捕方面正越来越多的表达自己

的心声，有关媒体权利的讨论和中央政府的立场，可能预示中国未来更

为广泛的改革前景。 

 
保护记者委员会特别报道 作者 爱德铃 Madeline Earp 
  

方是民是一个著名的科学作家和博客作者。他6月份在福建省度假时，收到一个紧急短信

：一个与他合作的记者，在北京受到袭击者挥舞铁棒殴打。方是民立即通过他的新浪微博

公布此攻击，他认为，这是对他的同事撰写调查报告进行报复。 

他的同事、设在北京的财经杂志科学记者方玄昌说，“像我这个事件如果没有网络的话，其

传播可能会很窄。“保护记者委员会7月见到方玄昌时，仍然可见他左耳上方令人生厌的伤

疤。他说，方舟子公布的消息，在推动警方真正进行调查方面非常重要。“第二天这个事情

已经成了公共事件了。然后他们才开始重新来作了笔录，他们才愿意听。 所以我后来想， 



这个事件让大家知道还是对警察有一些推动作用的。”  

在方是民自己也被两名男子攻击，朝他喷洒化学物后，北京警方9月逮捕了四名嫌犯。据官

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一位武汉泌尿科医生被控精心策划两次攻击事件，以对他们两人在2

005年进行的调查报复，此医生认为该调查妨害了他潜在的学术任命。 

 

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发现，中国新闻工作者越来越愿意代表同事表达他们自己的心声，

公开谴责遭受的人身攻击、骚扰和拘捕。保护记者委员会对十多位新闻工作者、律师和分

析师的访谈以及对最近五个案例的分析表明，新闻界正在维护媒体权利 -- 

如果不是新闻自由的话 -- ，而且至少获得了有限的成功。 

除了上述两位方姓人士案中嫌犯被捕外，另一位被居留的新闻工作者被释放，对另外一位

记者的逮捕令被取消，还有一位公司高层主管在与一家报纸冲突后发表道歉声明，但这些

都是在新闻工作者公布相关消息后才发生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著名媒体分析师展江说，“新闻工作者有组织的抗

议行动仍然少有，但是有关新闻工作者权利的报道却在增加。”保护媒体作为一个明显的问

题出现，网路新闻和数字传播方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不过目前限制仍然很大。尽管有关媒体权利的讨论渐聚势头，但审查制度仍然强大；政府

严厉限制直接挑战中央政府和共产以及对敏感话题的报道。中国经济时报著名调查记者王

克勤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说，“由于举办奥运会和庆祝共产党掌权60周年，2008和2009两

年的报道自由有大幅度下降。” 

 

同样，国家禁止新闻工作者采访如民族暴乱等敏感话题则一直有效地使得记者和编辑们对



滥用权力反对媒体沉默无言。中国新闻工作者明显没有报道维吾尔在线编辑海来特·尼亚孜

的案件。尼亚孜因对200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边区发生的民族暴乱进行评论，于7月

被以反对国家罪名被15年监禁。 

 

数字方法扩大信息 

  

数字媒体和传统媒体互动强化了对媒体施加暴力的报道，每日经济新闻上海记者站7月份

抗争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例证。 

 

在该报报道政府在调查霸王洗发液的产品安全性之后，霸王洗发液一名销售代表和三名员

工来到记者站敲打大门并闯进办公室。这次事件导致好几起轻伤，部分情况被录像机拍了

下来。每日经济新闻坚定应答，在网上发表了有关此次冲突的特别报道 -- 

包括上述录像、霸王事件的数幅影像，一段评论以及引至该报和其它全国报刊相关文章的

30多个链接。 

 

霸王和每日经济新闻都在各自的新浪微博上发表了声明，这些微博在广东的南方都市报网

站上贴出后，由香港的东南西北网站翻译成英语，广为传播。  

 

@Bawang Shampoo 18:23 从网上获知此消息，我们感到非常震惊，…… 

一直以来，我们都非常尊重媒体客观报道的权利。  

 

@NBD 



19:14 本报严正谴责用挑衅办法威胁[记者的]人身安全，干预和阻挠报纸的正常秩

序和运作。 

 

据当地新闻报道，对此事件的报道远不如他们受到的侮辱，但还是迫使霸王总经理万玉华

于8月5号到记者站亲自道歉。 

 

在同一周，新闻工作者对另一起与公司相关的事件作出强烈反应。7月23日，东南部的浙

江省警方对北京经济观察报的一名记者发布逮捕令，原因是他发表了一系列指控该公司内

部交易的文章，损害了造纸商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名誉。新闻报道称，该公司否

认有任何不当行为。该名新闻工作者仇子明虽然藏了起来，但仍在其新浪微博上发文坚持

自己的立场。 

 

该报立即作出反应，在其英中文版的网站上登载声明说，“本报记者仇子明因对浙江凯恩特

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正常新闻报道而被网上通缉,本报深感震惊……，并将利用一切合法

手段捍卫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正当采访报道权。” 

 

据当地新闻报道，7月29日，警方已取消逮捕令并作出道歉。管理中国印刷媒体的中国新

闻出版局在其网站上张贴了该局出版的报纸中国新闻出版报的文章支持记者权利。该文说

，“新闻机构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

和监督权,新闻机构及其派出的采编人员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 

 

这样的结果虽然是正面的，但还是有局限性。伦敦的金融时报称，虽然已经撤销了对仇子

明的逮捕令，但警方仍在继续对仇的报道进行调查。霸王的道歉虽然重要，但导致攻击事



件的强烈指责不是由每日经济新闻发起，而是由香港的壹周刊发起。壹周刊指称，该公司

产品含有致癌物质。（据新闻报道，霸王对此报道有疑义，并以名誉受损提出诉讼。） 

 

媒体权利：有限的趋势 

 

许多中国新闻工作者认为，上述趋势范围广泛但却是逐渐递增的。媒体分析师展江说，与

媒体“权利”相比，新闻工作者较少提及具有西方民主含义的“新闻自由”这个字眼。展江在他

因暑假而变得冷清的校园办公室说：“我们在中国是不谈自由的，因为自由这个词，”他改

用英语并强调说，“highly sensitive（非常敏感）。”然后继续用中文说： 

“那我们说什么呢？媒体权利，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 

 

中央政府最近的一些表态看来有鼓励如商业及地方事务报道等方面媒体权利的意思。 

据展江和其他人说，2008年一项有关开放政府信息的规定就加强了公众监督的气氛。该规

定将政府可向大众开放的信息分门别类，并规定了获取这些信息的手续，此规定于中国总

理温家宝在国务院提出后生效。国务院是比共产党堡垒的中宣部更能接受温家宝影响的中

央机构。据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计划说，尽管新闻工作者还未广泛运用这项规定，但已

广泛地报道了公民对信息的需求，并积极参与有关官员透明度的辩论。 

 

此外在2009年4月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定期审查而制定的“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政府

也好像在促进媒体权利。该计划规定，新闻工作者拥有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和发表

权”是受法律保护的。国家媒体也附和这种说法，人民日报网路版8月2日的社论说：“政府

要带头尊重媒体记者的监督权和采访权。”  

 



但批评人士说，这些说法只是做秀，以冲淡对例如在全国监禁至少24名新闻工作者等侵犯

人权的批评。他们说，为新闻工作者关心的问题提供有限的通路、同时又能转移对政府控

制信息政策的批评和注意力，从而建立不多且受国家控制的媒体权利，这对中国政府是有

利的。他们说，只要政府继续实行审查制度，迫害批评者，政府对权利的声明就是空洞的

。 

 

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 

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中国政府很久以来一直声称尊重人民的权利 -- 

但不是人权而是公民权，指的是国家在宪法中给予并在法律中规定的权利，而不是生来有

之不可侵犯的权利。在当权者的眼中，在维护这些权利和坚称新闻工作者的职责就是为党

服务，服从中宣部的指示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总而言之，中国政府使用的‘权利’这个

概念就是完全让他们可以有一种行动计划，既能加强对这些权利的保护，又根本不会削弱

党的专制独权。” 

 

这种独权反映在新闻工作者不能建立自己独立的专业组织这个事实上。民间社会团体必须

挂靠某一政府机构才可以注册在中国开展业务。结果新闻界就只有共产党建立的机构，中

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该协会在新闻工作者受到攻击时站出来说话，但其政治地位确有

效地使它不能采取积极的行动保护其成员。在接受保护记者委员会的采访中，新闻工作者

对这个协会的评价包括冷漠和蔑视等。 

 

政府控制还延伸到对有关新闻工作者定义这一基本问题。只有为官方承认的媒体工作 -- 

而且每一个媒体单位都必须有一个挂靠的政府机构 -- 才被认为是新闻工作者。 



国家审查制度禁止官方媒体报道挑战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问题，使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只

好转到海外或非官方的地方网站上进行，这些“非官方”网上评论者非常易受伤害。据保护

记者委员会2009年12月1日的年度调查结果，在中国被监禁的24名新闻工作者中，大多数

人都是在网路上发表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或是被认为对共产党统治有威胁的活动

分子。 

媒体分析师展江还引证了政府另一言不符实的情况。他和其他人指出，温家宝和其他中央

政府领导人虽然发表了较为自由的规定和陈述，但他们并未促成支持媒体权利的立法，因

为那样做会直接向中宣部挑战，进而扩大到对共产党本身挑战。展江说，“中国在过去30年

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法律，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好事情。但是关于媒体的法律，没有。

他们是故意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有这样的法律，中宣部就没有合法性。” 

 

情况虽然如此，但许多新闻工作者，甚至包括那些因工作而直接受害的新闻工作者说，媒

体权利还是比以前强了许多。方玄昌说，“对新闻自由和西方开放概念的认知都在增”。 

 

2006年因争议文章被撤职的前中国青年报增刊冰点编辑李大同补充说，“温家宝开始看，他

在历史上會留下什么样的名称。中国最高领导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走到那说到那，普世

价值、民主、自由、人权。但他搞不了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他没有这个权力。” 

 

推进边界的抗议活动 

 

最近几个月，中国新闻工作者举行了两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推进政府允许的边界向前移

动，两次抗议都涉及在网上发表不满的公开信。在霸王案中，侵犯专业权利的规模相对而

言较小。但作者还提到对他们权利更广泛与更有系统的威胁，并暗示牵连其中的政府官员



。虽然审查机关限制对每一封信的讨论，但这两起公开信抗议在业界的影响十分深远。 

 

第一桩抗议活动起因于6月19日发生的事件。当天西南城市重庆的特警队突然查封了涉嫌

跟妓女有关系的一家夜总会，这次查封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领导的高姿态反犯罪运动的

一个组成部分。薄是前商务部长，被视为可能被提拔到党内最高层的人物。五天以后，北

京的经济观察报引述匿名消息来源说，重庆晨报员工因在网上论坛讨论此次查封的政治背

景而被拘留。 

 

许多中国记者对可能遭到惩罚忧心忡忡，因此他们通常在网上讨论此类政治背景 – 

或者将其传给其它网上评论家 – 

因为各种宣传规定不允许他们通过自己的传统媒体渠道报道这些事情。晨报否认警察拘留

了他们的职工--甚至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但是新京报后来引述重庆公安局报道说， 

两名晨报新闻工作者陈宋波和裘晋奕经过盘问后获释，另外一名网站员工廖异还在调查之

中。 

 

100多名新闻工作者、学者和其它人员--其中包括一名政府顾问--

很快签署了一封网上抗议信投给重庆晨报。为了减小可能的报复，此信采用迂回的方法传

递信息：它不提警察拘留同事的问题，但指责晨报未能给员工撑腰，既不发表有关询问，

也不公开回答媒体同事的要求。尽管采用了间接手法，这封信还是清楚地传递了维护新闻

工作者“权利”必要性这一信息。这封信说：“固然，在现有体制之下，被侵犯的权利确实难

有救济之道，但我们仍然可以以个人身份表达我们的立场。我们可以选择站出来，自己捍

卫自己。”  



 

许多人相信此事的影响是直接的。展江说，“该信发表后，这位记者就被释放了。抗议是有

效果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访问了三位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要求不要将每一

个人的名字列出来，因为签字代表的是一个群体。其中一位指出，这样“他们就不能惩罚每

一个人了。”虽然编辑被告知不能报道有关此事的新闻，但也没有要求他们不要签字。 

 

公开信与另外一起几个月之前发生的抗议信相呼应，那封信中也使用了“新闻工作者权利”

的字眼。3月7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一位记

者在会场外请湖北省长李鸿忠评论邓玉娇事件。这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邓玉娇是湖北的

一位女服务员，她在2009年5月的审判中为自己辩护，她说刺伤当地一位官员是因为受到

这位官员性攻击。邓玉娇在网上成了反抗暴力的象征，最后被当地法院无罪释放。 

 

对于记者的提问，李挑衅性的回答（你是哪个媒体的？）并抢走了记者的录音设备。数天

之内，1000多位新闻工作者和学术界人士签署了一封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认为

这是侵犯专业工作者权利的事件。该公开信说，“强夺[录音机]事件，受害者绝非当事记者

一人。媒体权利折戟，大众知情权受挫。”公开信作者将此事与更加暴力的邓玉娇案相提并

论，称当时湖北的领导人“监视、殴打、驱赶记者，不惜牺牲法治以遮掩官员颜面。” 

 

在其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中，李拒绝道歉。审查机关将此事的讨论限制在主流媒体范围之

内。据纽约时报报道，财经杂志发表的文章，包括援引一位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和前中宣部

新闻主管对李谴责的文章，都被从网站上撤出。虽然政府极力限制，但网路上讽刺李的漫

画却在广泛传播。据设在美国的新闻网站中国数字时代报道，一位网路用户设计了一件妇



女T恤衫，上面写着“不要抢走我的录音机”的标语。 

 

新闻工作者对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除了促进公众对相关事件了解外，这两封公开信还有

助于增强媒体的集体感。他们说，对此举已经给同事与他们的雇用单位传递了信息持乐观

态度。其中一位说，如果记者碰到麻烦，“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报纸沉默无语。而公开表态并

鼓励其他人采取同样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媒体对敏感案子沉默无语 

 

新闻媒体沉默无语正是一家维吾尔网站编辑被捕所碰到的情况。7月23日，穆斯林占多数

的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法院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判决海来特·尼亚孜(Ghe

yret Niyaz)15年的监禁。尼亚孜是报道维吾尔问题为主的中文网站维吾尔在线编辑。 

尼亚孜为人温和、并不主张维吾尔成为独立的国家。他是在2009年10月1日当地民族骚乱

事件后被捕的，他在互联网上报道此事件，并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据美联社报道，审判中

检方把他撰写的文章当作证据。 

 

此判决非常敏感，难以获得主流媒体报道或者新闻界支持。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也对

此保持沉默。香港中国媒体项目计划的陈婉莹在网站上撰文说，“对海来特案的报道，来源

除了网上媒体个人博客和西方人权团体之外，还有澳洲广播电台、德国之声电台等外国媒

体。”在中国国内，一群敢于直言的律师和学者在海外网站上发表公开声明，支持海来特。

他们表示，“我们认为，海来特等新闻工作者因言获罪，与‘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权利’的宪

法承诺相违背。” 

 



当新闻工作者在仇子明拘捕与霸王的冲突正获小胜之际、海来特被判决六天之后，据公益

组织美国维吾尔人协会援引其中一名当事人哥哥提供的信息，乌鲁木齐一家地方法院也以

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判决该网站另外三名站长3年到10年刑期。与此前类似诉讼程序一样

，法院并不公开证实对上述三人的判决。国内新闻媒体实际上并没有报道这类案子。 

 

由于这些维吾尔编辑们不是在官方承认的媒体工作，政府不承认他们是新闻工作者。一些

中国新闻工作者正为谁是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业是否应该超越官方媒体这样的基本问题而困

挠。南方都市报8月2日的专栏文章指出，“只要记者证由政府发放，且只有持记者证的人才

能进行新闻采访活动……，媒体之外的普通人进行采访和新闻报道就会被完全排除在外。” 

 

但是扩大新闻定义却是与政治改革这一更大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就如媒体权利一样，中国媒体经常讨论政治改革，但这种讨论主要根据政治领导人的暗示

进行，不久前 8月就有一个例证。据当地媒体报道， 

在庆祝根据邓小平指示建立的深圳特区—中国经济成长中的一个里程碑--

30周年的讲话中，温家宝提到要“推动政治改革”及经济改革。他说，这些政治改革必须保

护人民的“民主与合法权益”。  

 

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计划一直在追踪政治改革及其与新闻的关系。该中心指出，一些新

闻工作者表示，通过报道温家宝的讲话，可以推动整个改革的讨论，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

借题发挥”。该中心还说，一位评论家在微博上写到，“不管温是什么意思，我们借机讲我

们的意思。胆大的，直接讲，胆小点的，以响应温的讲话的名义讲。”  



 

预期在2012年秋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等现任领

导人将会退休。一些新闻工作者和分析师期望，新一代的领导人能够将美好的诺言变成制

度改革。但很多人认为，新的共产党领导人不会采取任何减少中央政府权威的、有意义的

体制改革。 

 

一个迹象表明，未来几个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党的领导人可能通过允许新闻工作者现在

自由发表报道和评论，以创造有利于广泛政治改革的条件。通过一方面推进表面上的媒体

权利，而另一方面则严格限制媒体，他们传递出的非常不同的政治讯号就是，其允诺改革

的唯一条件是必须维护共产党的权威。  


